
石峁城地处黄土高原北部，位于
陕西省榆林市东北 100多千米秃尾河
北岸的山峁上，是一座巨大的石城。石
峁城依山而建，以“皇城台”为核心，
内、外城墙呈半包围状，将皇城台环
抱。城内面积达 400余万平方米，城的
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 2300 年～前
1900年。作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规模
最大的石城建筑，石峁城的发现对中
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进程研究有重要
意义。

石峁城中最雄伟复杂的建筑遗迹
是“皇城台”和外城的东城门。皇城台
位于石峁城的核心区域，发掘者推测
其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或可
称其为“王的居所”，是目前东亚地区
保存最完好的早期宫城。皇城台台体
顶部面积约 8 万平方米，底部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四周有护坡石墙，石墙
自下而上逐阶内收，保存有 7～9 级，
整体呈台阶覆斗状之势，总高度超 70
米，高大巍峨，气势恢宏。

皇城台遗址废弃堆积中出土各类
遗物达4万余件，其中包含骨针1万余
枚及大量骨针制作残料——如此多的骨针，无疑
将引发学界对石峁骨针实际用途的思考。另有口
簧20余件，推测吹奏口簧可能与宗教活动有关。
其余为大量的陶片，多为筒瓦、板瓦等陶瓦残片，
由此可知当年皇城台建筑的雄伟与富丽堂皇。经
陶片拼对辨识，确认陶鹰20件，这些陶鹰显然具
有宗教性质。此外，东城墙北段墙顶还有成层分
布的 100余件卜骨。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遗物中
实用器物极少，只有少量的单把鬲、盉，还有零星
的几件铜器。根据这些发现，发掘者也意识到这

“暗示着作为皇城台的宗教与信仰内涵”。
皇城台文物遗存中，最重要的发现为石雕。

石雕工艺包括柱状圆雕和平面雕两大类。柱状圆
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件神面石雕。一件为 30
号石雕，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西部墙体的倒塌堆
积中，长径 22厘米、短径 19厘米、高 62厘米。柱
顶部弧隆，中央有一个小圆窝，圆窝四周浅浮雕
八片蕉叶形瓣片。石柱整体呈男根状，柱体前后
宽面用浮雕手法刻出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均为菱
状环形双眼略向外上方斜翘，工状凸出的鼻梁。
两人物分别为男性和女性，二者身体结构一致。
男性额头眉脊粗隆，呈直角勾云状，鼻翼宽敞，阔
嘴露齿，嘴下的“U”形勾云饰，为抽象卧姿的男
性双腿。另一面女性眉脊舒卷，鼻梁挺直，鼻梁高
耸，小嘴微张，未表现牙齿。脸颊有卷发饰。人面
雕像下部凸显出水滴状表现的是女阴，两侧下部
对称的倒水滴状饰则是仰卧状女性的双腿。整个
石柱及其雕像呈现的男女双体艺术形象，可称为
双性人物石雕。另一件为47号石雕，出土时仍矗
立在大台基南护墙中部偏西的夹道地面上，高出
夹道地面1米，被南护墙墙体的倒塌堆积（③层）
覆盖。整体结构同 30号石雕，石雕寓意相同，仅
身体五官表现得更为抽象，更具神寓（图1）。

目前，在已发现的考古遗存中，可以与皇城
台柱状神面石雕进行比较分析的是新疆呼图壁县
康家石门子岩画遗址的双性石人。这件双性石人
由一略呈扁方形的柱状石雕凿而成。双性石人整
体用敲凿、雕磨法在柱状石的四面表现女阴、男
根、人面和半蹲的下体，其主题思想是男女交合。
石人高61.5厘米，年代与石峁遗址大体相同，两者
有相通的神寓（图2）。康家石门子岩画与罗布淖
尔小河文化关系密切，小河文化与东天山林雅文
化关系密切，小河文化和林雅文化又与甘青地区
青铜时代文化关系密切，石峁遗存更表现出与甘
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文化联
系的视野探寻石峁双性石雕出现的文化背景。

平面石雕多见于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少部
分塌落于夹道内。石峁皇城台平面石雕上的纹
样，最重要的是神面纹（图3）和神兽纹。石雕中
的神面纹可以推测为石峁祖先的神格化形象。如
果说石峁城是传说中的黄帝所居，这里的神面可
能与黄帝的神格化形象有关；如果石峁城为夏初
夏王朝统治者所居，则与夏禹的神格化形象有
关。皇城台二方连续平面石雕中，神面两侧的曲

体爬行动物是蜥蜴的神格表现（图
4），所见神面两侧的勾云纹是蜥蜴肢
爪的抽象化和符号化表现。皇城台石
雕中无足的细长曲体纹动物是形象的
蛇纹。蛇与蜥蜴是石峁统治者神格的
动物载体，它们是龙的主要原型。五帝
到夏，是华夏族集团形成的关键时期，
龙是华夏集团形成的徽记标志，是夏
人的图腾。龙图腾的构图主体是将蛇
和蜥蜴糅合为一体，通过在蜷曲的蛇
体上，画蛇添足，添加上蜥蜴灵活的四
足而创造出来了龙体，最终形成于二
里头、齐家和三星堆文化中镶嵌绿松
石铜牌中的龙纹，特别是铜牌中的龙
纹，定格成夏人的图腾。龙纹图腾和图
腾动物的原型，除见于上述考古学文
化外，还见于石峁和陶寺文化。龙纹图
腾和图腾动物的原型在这些考古文化
中的发现并非偶然，是因为它们的所
在均是夏人先祖活动和夏王朝兴起的

“夏墟”之地。石峁石雕是神庙建筑的
构件，孙周勇、邵晶认为其或为“庙堂
之物”，柱状石雕或为“图腾柱”。皇城
台本体及其重要的附属建筑明显具有

神庙的性质。韩建业认为皇城台或许是祭祀黄帝
的圣台。

在石峁城建筑遗存中，规模与复杂度仅次于
皇城台的是外城东城门。水涛曾言“石峁的东城
门遗址单视为一个城门的话，体量和结构太过复
杂，功能上还需要再探讨”。外城东城门是中国目
前所见时代最早、规模最为宏大，结构最为复杂、
神秘的城门。城门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相对相
望高大雄伟的墩台，以及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
内瓮城的墙体装饰斑斓，用红、黄、黑、绿四种颜
色绘出几何图案。东城门气势恢宏、威严高大、庄
严神圣、神秘华丽，被誉为“华夏第一门”。外东城
门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城门，从其的高大与雄
伟、结构的复杂、华美的装饰，以及墙体藏玉等遗
构与遗存看，无不充斥着神秘与神圣，当与石峁
社会迎送神灵所举行肃穆、神圣、神秘和复杂的
宗教仪式有关，可以称为“神阙”。城门附近发现
的人头祭坑有6处之多，当与外东城门的“神阙”
性质有关。据此，发掘者也认为外东城门是“石峁
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

石峁城建筑的神秘之处还在其大量用玉。这
些玉器除藏于墙外，考古工作者在外城三号门址
外东南方向的开阔坡地上发现一处石堆遗址，命
名为“石峁一号祭坛”。在该祭坛顶部采集到一件
玉铲。戴应新先生著录的 126件玉石器，很大一
部分来自东城门东北 300 米处，据当地农民介
绍，在大规模平整土地之前，此处曾分布着类似
一号祭坛的高大石堆。结合神木新华遗址曾发现
一处浅坑（深 22厘米）内埋藏着 36件玉器，石峁
玉器或藏于墙体，或为祭坛上的通神之物。辉煌
时期的石峁城，形成了从外城东城门“神阙”，经
藏玉的神墙神道，抵达皇城台神庙的空间格局。
石峁城建筑的性质，与其说是世俗王权的都城、
宫殿，不如说是一座迎神、送神，具有与天地沟通
功能、结构复杂而宏伟的宗教性建筑。

文明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旧石器时代
晚期已经有文明的萌芽，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文
明的雏形，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区域文明体，重
要的如红山、良渚、石家河文明，这些文明体的突
出特征是有巨大祭坛、大量而神秘的玉石器、陶
器等。社会活动和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要动员社
会最重要力量，调配社会最主要的物质资源，制
作大量的神器，以保证神的需要，属于神权文明
的发展阶段。石峁古城的发现表明在中国早期文
明发展历程中，神权文明至此发展到了一个最高
的形态、阶段。由石峁、陶寺遗址到二里头遗址的
结构与性质看，这一时期文明形态演进的轨迹是
由石峁、陶寺主导的文明，过渡到了二里头广域
的王权主导的文明，从而步入中国三代文明发展
与辉煌的新阶段。对石峁城神权文明性质的判
断，在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进程与性质上具有非
凡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
号 23VXJ015）成果。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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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遗址荣获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项目汇报阶段，刘庆柱、霍巍、施劲
松三位先生围绕郑州商城新发现提出的关键
问题，精准直击早商都城研究的核心议题。团
队成员杨树刚现场受时间所限未能展开论述，
本文以《商都新证 问道早商》为题，系统阐释
对三大核心问题的学术回应。

郑州商城祭祀遗存东西分置与商代都
城礼制格局的制度内涵

刘庆柱先生提出：郑州商城近年新发现的
高等级祭祀遗存集中于城址西部，既往祭祀场
所多位于东北部宫殿区附近，这一空间差异反
映了商代都城与祭祀制度怎样的深刻变化？

结合最新考古资料可见，郑州商城祭祀遗
存东西分置、功能明确的格局，正是后世“左祖
右社”都城礼制的最早滥觞，直观展现早商国
家礼制体系的早期建构与成熟的功能分区
意识。

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北侧的传统祭祀
遗存，祭祀对象明确指向祖先神，是以祖先崇
拜为核心的王室祭祀空间，承担后世“祖庙”功
能，对应“左祖”制度内涵。城址西部新确认的
完整祭祀遗存群，则形成“北庙、中天坛、南地
坛”三级祭祀空间，共同构成早商“右社”体系
的完整实物雏形，与东部祖庙区东西对称、功
能分立。

北部河南省体育场祭祀遗存，以规整建筑
基址、中心主祭祀坑、附属祭祀坑与外围夯土
围墙构成封闭祭祀院落，具备早期“神庙”特
征，祭祀对象为自然神祇与守护神祇，是独立
于祖先祭祀之外的神祠祭祀实证。体育场南侧
的张寨南街祭祀场（杜岭方鼎出土地），以中心
夯土台为核心，周边有序分布青铜重器坑、殉
人坑、殉牲坑，属露天高台祭祀布局，功能契合
后世天坛，主要祭祀上天与日月星辰等天神系
统，是早商国家级天神祭祀的专属场所。内城
西南角夕阳楼祭祀遗存，以深井状竖穴土坑为
核心，自坑底向上逐层规整放置陶器、贝壳、石
块、卜骨、殉牲，部分叠压殉人，以深坑贴近地
祇，专司土地神、社稷神祭祀，功能对应后世地
坛，与南顺城街青铜窖藏隔城相望。

郑州商城东北部祖先祭祀（祖庙区）与西部
“北神庙、中天坛、南地坛”社稷祭祀体系，形成功
能有别、空间对称、层级清晰的东西分立格局，
绝非零散遗存的偶然分布，而是早商王朝有意
识的都城礼制规划成果。结合偃师商城“社居
西、稷居东”、殷墟“宗庙居东、社祀偏西”的空间
特征，可见早商已形成稳定的“祖东社西”布局
雏形，为周代“左祖右社”礼制奠定直接源头。

周代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左宗庙、右社
稷”的都城礼制，并成为古代都城规划的经典
范式。东周时期，郑韩故城、曲阜鲁故城、临淄
齐故城、燕下都、秦雍城等列国都城，均呈现祖
社分立的礼制格局，在遵循周制核心的同时开

展本土化实践。秦汉大一统王朝最终完成“左
祖右社”制度定型，并沿用两千余年，成为中国
古代都城规制的核心传统。

刘庆柱先生提出的祭祀遗存东西分置问
题，直击早商都城制度核心。郑州商城新发现以
系统完整的实物证据，将中国古代“左祖右社”
都城礼制的源头明确上推至早商时期，清晰展
现中华礼制文明一脉相承、绵延发展的完整脉
络，为阐释早期中国王朝国家的礼制建构与都
城规划传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核心实证。

郑州商城冶铸遗址石范、陶范共存现象
的冶金史内涵

霍巍先生关注郑州商城冶铸遗址石范与
陶范并存的现象，追问其技术源流与族群互动
背景。这一发现深刻揭示郑州商城在中国早期
冶金史上的关键地位，直观呈现早商时期多元
技术、不同族群在都城空间深度融合，并推动
青铜冶铸体系迭代升华的历史进程。

本次出土石范与陶范的冶铸遗址，位于郑
州商城中南部创新街小学新校区，是早商都城
核心区重要的青铜生产场所。作为早商王朝政
治、经济与技术中心，郑州商城是多元族群与
技术体系交汇融合的枢纽。遗址内石范与陶范
共存，本质是西来石范铸作传统与中原本土制
陶传统深度结合的产物：掌握早期冶铸技术、
携带石范工艺的西来族群，与深耕中原、制陶
工艺发达的本地及东方族群在此交汇融合，推
动形成郑州商城独特的青铜冶铸技术体系。

创新街小学遗址石范与陶范共存，是青铜
工艺迭代演进的阶段性状态，并非贯穿整个早
商时期的固定格局。郑州商城早期，石范、陶范
并行发展，共同支撑都城青铜生产；至商代早期
偏晚阶段，陶范工艺完全成熟并占据主流，石范
逐步式微，仅少量用于兵器、工具等简单片状器
物铸造。族群融合直接催生复合范铸造工艺，可
批量铸造形制复杂、礼器属性明确的青铜重器，
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实现关键技术升华。

郑州商城不仅是早商权力中心，更是多元
文化与技术交融的创新高地。其冶铸遗存所反
映的技术迭代与族群融合过程，为阐释早期中
国青铜文明的形成机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
局的构建路径，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核心考古
证据。

郑州商城手工业遗存城内分布的历史
成因与城市功能演变

施劲松先生提出：本次新发现的手工业遗
存均位于城内，以往发现多集中于南关外及城
北河南饭店一带，如何理解空间分布差异及其
历史动因？

本次城内手工业遗存的系统揭露表明，这
一现象本质是郑州商城早期城市功能分区的
动态演变，是自然环境变迁、都城规划与手工

业生产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郑州商城早期手
工业生产本就规划于内城之内，并非“手工业
均设于城外”的固有模式。郑州商城是以手工
业文明为核心支撑的早期王朝都城，铸铜、制
陶、制骨、制石等产业是都城运转与王朝统治
的核心支柱，各类作坊在城内密集分布、有序
布局，从事生产的族群属于商王朝统治体系内
部，共同构成都城产业支撑。

城内手工业遗存分布严格依托都城水系
网格系统。铸铜、制陶、制骨、制石等生产均需
大量用水，形成“依水建坊、沿水布局”的规划
特征。创新街小学青铜冶铸遗址、塔湾制骨作
坊等，均紧邻城内水系，是早商手工业依水系
布局的典型实证。

以往学界形成“手工业多分布于城外”的
认知，本质是发掘局限与环境变迁造成的片面
判断。此前城内大面积手工业遗存长期未被系
统揭露，城外南关外、城北区域因埋藏条件与
发掘便利率先发现，进而形成固有印象。本次
大规模系统发掘，完整还原郑州商城早期“手
工业以内城分布为主”的原始格局。

郑州商城手工业从“城内集中”转向“城外
布局”，核心诱因是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
期）大型水害。此次水害严重破坏城内水系，作
坊失去稳定水源，被迫向外迁移：向南迁至熊
耳河沿岸，向北迁至金水河沿岸。城北河南饭
店、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带，正是金水河
城外河段沿线，以往发现的铸铜、制骨遗存，正
是城内作坊水灾后外迁的产物；南关外手工业
遗存亦属同类。

综上，郑州商城手工业遗存从城内到城外
的空间转移，并非都城规划理念的根本转变，
而是水害引发环境剧变后的被动调整。本次城
内手工业遗存的集中发现，还原了郑州商城早
期“手工业内城布局、依水功能分区”的原始规
划，颠覆了“商代都城手工业必设于城外”的传
统认知，为研究早商都城规划、城市功能演变、
人地互动关系，提供了全新的核心考古实证。

结语

刘庆柱、霍巍、施劲松三位先生提出的三
大问题，以高度的学术洞察力精准锚定郑州商
城都城制度、冶金技术、城市功能三大核心命
题，既点明郑州商城作为早商王朝核心都邑的
不可替代价值，也切中当前早商文明研究亟待
突破的关键环节。郑州商城近年的考古发现与
系统研究，不仅能对三大核心问题作出完整学
术回应，更以坚实考古材料解决了郑州商城在
都城礼制、手工业布局、技术源流等方面的长
期争议，清晰揭示早商王朝国家制度、城市功
能与文明特质，充分彰显郑州商城在早期中国
文明化进程与国家形态发展中的里程碑意义，
为重建早商历史、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道
路提供了关键性支撑。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现
存面积约 300万平方米，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
早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遗址布局规整，
包含宫室建筑、贵族墓葬、手工业作坊等，并出
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碳十四测年显
示，其主体年代约为公元前 1750 年至前 1520
年，与文献所载夏代晚期都城“斟鄩”时空吻
合，是探索夏代晚期社会的关键遗存。

遗址出土的兵器中，以戈最具代表性。戈
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格斗兵器，由戈头、柲、帽和
鐏组成，考古出土的多为戈头。戈头前部称

“援”，后部嵌柲处称“内”，援内交接处称“阑”，
内上穿孔称“穿”。戈兼具横击、钩杀和啄刺功
能，在先秦战争中长期居核心地位。二里头共
出戈类器12件，分属玉石和青铜两大类材质。

玉石戈，共9件，可分A、B两型。
A型戈，7件，除1972ⅢKM1:2为玉质外，均

属石质。其器形稍小，援身平直，前锋尖圆，上下
缘斜刃，内部设一圆穿，通体无精细纹饰，又可
分早、晚两式。较早一式以2003YLⅤG14:108为
代表，长约20厘米，内部窄短，无上下阑（图一，
1），此古朴造型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陕西神木石
峁等遗址已有发现，当反映出夏人对史前玉石
制作工艺的吸收和传承。稍晚一式以一件采集
品64为代表，长21.7厘米，内部渐宽，出上下阑，
前锋和刃部均有使用残损（图一，2），此式流行
于夏商之际，在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亦有发现。

B型戈，2件，均属玉质，器身宽大，援身平
直，前锋尖锐，器身饰多组阴刻细线纹，部分还
做出齿状扉棱。1975YLⅥKM3:11可为代表，长
30.2厘米。此类型玉戈大而薄，刃部无使用痕迹，
雕琢精细（图一，3），其特征在商代愈演愈烈，如
湖北黄陂盘龙城所出玉戈，长度已达94厘米。

青铜戈，共 4件，除 2003YLⅤT34④B：3仅
存援身残块，亦分A、B两型。

A型戈，2件，援身和内部平直，无上下阑，
内部设圆穿，又可分Aa、Ab两亚型。Aa型戈，为
1982YLⅣT33⑥：1，长约 20 厘米，通体无纹饰
（图一，4），形制与较早的A型玉石戈无异，应是
仿其制作的实用兵器，其选用青铜材质当为夏
人首创。Ab型戈，为 1975YLⅢ采集：60，长 27.5
厘米，内部饰三组平行细线纹，尾端出四条平
行横齿（图一，5）。以往未见有此类设计，此型
亦为夏人铜戈铸造的创新，而后为商人学习和
继承，此类尾端出横齿的设计亦见于安徽肥西

三官庙、河南新郑望京楼等遗址。
B型戈，1件，为1975YLⅥKM3:2，长27.5厘

米，内部弧曲下垂，器表铸兽面纹并嵌绿松石片
（图一，6），此设计亦为夏人首创，后为商人学习
和发扬，流行于河南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
城、河北藁城台西、河南安阳殷墟等遗址。

从器物形制看，二里头所创制的无阑戈、
出阑戈、饰横齿戈、曲内铸兽面嵌绿松石戈，在
商代被全面继承。郑州商城、盘龙城、台西、殷
墟所出之青铜戈或是玉石戈，无论朴素实用还
是装饰繁缛，皆可在二里头找到祖型。

从出土情境看，玉石戈的材质、尺寸、纹饰
的有无和差异，乃至保存状态，当对应着不同的
功用。A型玉石戈，除1972ⅢKM1:2因作为随葬
品，属玉质，出土于墓葬中，保存完好外，余下均
属石质，且多数仅存前锋或内部残块，拼接修复
后，仍可见明显的受力痕迹，此类应为日常使用
后残断，被弃置于灰坑或灰沟之中。B型玉石戈，
均属玉质，保存完好，大而薄，刃部无使用痕，均
出自等级最高的一级墓，与玉戚、玉刀、柄形器
等礼仪用器共出，已超实用范畴，属礼仪用器。
青铜戈中有明确背景信息的是Aa型和B型两
型，Ab型虽为采集品，但从其形制推断，应是兼
具实战与仪仗功能。Aa型青铜戈，保存完好，仿
自早期A型玉石戈，尺寸相当，无疑具备实战功
能。B型青铜戈，前锋尖锐，刃部锋利，曲内，其上
铸有兽面纹形象。此戈亦出自最高的一级墓中，
且被安置于棺内墓主左臂之侧，戈头附近散落
的较多绿松石片，当为其上嵌片，戈头以南还见
木柲朽痕。这表明此戈已超越武器本义，装饰繁
缛，成为墓主身份、等级与权威的象征。可见在
夏代晚期，无论是玉石戈，亦或是青铜戈，已初
步完成了从实战兵器到仪仗用器的转变，这一
转变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里头以戈随葬标识身份的做法，开启了
后世“礼兵”制度的先河。夏商政权更替之际，
这种以戈为载体的礼制传统并未因族群间的
兴衰而中断。二里头创制的玉、铜戈技术、形制
和礼仪功能被商王朝全面继承，并发展至更系
统化的阶段。与之相近的同类器流行于郑州商
城、盘龙城、殷墟等商代高等级墓葬中，其与
鼎、爵等铜礼器共出，数量与精美程度亦可直
接反映出墓主生前的身份和地位。而在器表铸
造兽面嵌绿松石的做法，也已演化为商代高等
级青铜兵器上常见的装饰设计，兽面与绿松石
的组合成为权力和威仪的标识已然成熟。此
外，在妇好墓中还见有外邦朝贡而来的玉戈

“卢方入戈”。步入西周时期，戈更是被纳入中
原王朝的赐物体系，成为周天子赐命诸侯、册
封臣属的信物。《尚书·牧誓》亦载武王伐纣“称
尔戈，比尔干”，表明戈不唯是实战兵器，更是
聚合部众、宣示天命的权力符号。而追溯这一
传统的源头，二里头那些锋刃完好却非为单纯
杀戮而作的戈，无疑是最初的关键环节。

二里头兵器戈的礼器化过程，很好地体现
了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总进程中的引领地
位。玉石戈继承和发展了史前玉兵的礼仪内
涵，青铜戈与铜容器爵、斝，则开启了以高精的
青铜铸造技术服务于权力表达的新阶段。青铜
戈对玉石戈的仿制，并非单纯的材质更替，更
是礼制传统的传承。这种以兵器为外在载体、
以礼制为精神内核的文化模式，自史前时期萌
芽，夏代晚期创新，又经商周时代延续发展，最
终沉淀为中华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阐释项目“二里头文化的融汇与辐射：以聚落
形态和器物风格为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作者。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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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商城2025年度考古新发现专家提问解读

杨文胜

浅谈二里头遗址所出的兵器戈
苏军航 赵海涛

图1 神面人物圆雕

图4 皇城台二方连续神面动物石雕

图3 石峁石雕中的神面纹（3发现时就是倒置）

图2 新疆康家石门子岩画遗址双性石雕

图一 二里头遗址玉石和青铜戈类型图


